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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人才是创新之源,是推动科技进步和形成新质生产力的能动主体。 本文将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政策视

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基于国家创新系统与推拉理论,利用 2003—2022 年中国 278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构建

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评估了以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为代表的创新驱动政策对城市科技人才集聚的影响及其机

制。 研究发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政策通过政府战略引领与推动产业结构转型提升了城市科技人才集聚水平;

相较于普通地级市,该政策对直辖市和省会城市科技人才集聚的影响更强,大城市受到政策影响的效果最为明显,

中小城市其次,而特大城市最弱;该政策对城市科技人才集聚水平的提升作用只在东部与西部地区有效果,而在中

部地区不明显;与非城市群城市相比,该政策对城市群城市科技人才集聚水平提升的促进效应更明显。 本文的研

究结论为充分发挥创新驱动政策的科技人才集聚效应提供了政策启示,对推动科技创新和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具

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创新驱动政策　 科技人才集聚　 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政府战略引领　 产业结构转型

　 　 中图分类号:F204;C96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36(2026)01-0131-19

　 　 一、问题提出

随着全球科技竞争的日益激烈,人才作为科技创新的核心驱动力,其重要性越发凸显。 在当今社

会,科技人才不仅是推动科技进步的关键力量,更是促进经济发展、提升国家竞争力的宝贵资源。 积

极培养和引进科技人才,促进人才在区域和行业间的流动,并打造科技创新人才的聚集地,对形成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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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生产力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在此背景下,科技人才集聚成为全社会普遍关注的重大

议题。
当前,创新已成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 创新驱动政策作为一揽子的创新政策体系,其涵盖的内容

几乎遍及所有可能促进创新驱动发展模式形成和推动创新发展进程的政策安排[1] 。 作为中国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的重要制度安排,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是指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在推进自主创新和

高技术产业发展方面先行先试、探索经验、做出示范的区域。 其目的在于整合国家高新区资源,以政策先

行先试为突破口,助推体制机制创新,着力探寻创新驱动发展的新路径,最终实现科技自立自强。 该政策

自 2009 年正式启动以来,已逐步扩展至中国 21 个省份、60 座城市,累计设立 23 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见表 1) 。 这一政策的实施不仅涵盖了广泛的地域范围,而且成为中国推动科技创新、实现高质量发展

的关键举措。 该政策的核心内容包含创新政策先行先试,创新体制不断完善,创新要素加速聚集,创新生

态持续优化等方面,是一个聚焦于创新发展主题且具有系统性的政策体系。 科技人才作为创新要素、创
新创业生态的最终主体,在科技创新与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居于核心地位,因此,创新驱动政策高度关注

科技人才问题。

表 1　 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试点政策涉及城市名单

批复时间 示范区名称 涉及城市 相关政策内容

2009 年 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北京 第一个国家级人才特区

武汉东湖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武汉 启动实施“3551 人才计划”

2011 年 上海张江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上海 聚焦集成电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创新创业人

才集聚

2014 年 深圳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深圳 健全科技人才流动机制,吸引全球人才来深创

新创业

2015 年 苏南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南京、苏州、无锡、常州、镇江 创新人才激励措施,允许科研人员离岗创业

长株潭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长沙、株洲、湘潭 通过“科技湘军”品牌强化创新人才集聚

天津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天津 设立人才发展专项资金,吸引高层次人才、团队

集聚

成都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成都 实施人才双向流动机制,吸引国际高端人才

集聚

西安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西安 强调军民融合特色,支持建设“人才特区”

杭州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杭州 启动实施“创新创业新天堂”行动计划

珠三角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广州、深圳(重复)、珠海、佛山、惠
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实施“珠江人才计划” 等人才工程,建设创新人

才高地

2016 年 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郑州、洛阳、新乡 聚焦高端装备制造等五大产业集群方向的科技

人才集聚

山东半岛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济南、青岛、淄博、潍坊、烟台、威海 探索重点人才“直通车” 机制,建设人才引领型

自创区

沈大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沈阳、大连 打造装备制造业专业技术人才的“人才特区”

福厦泉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福州、厦门、泉州 聚焦生物医药等产业领域的创新人才集聚

合芜蚌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合肥、芜湖、蚌埠 通过深化“放管服”改革打造高端人才集聚平台

重庆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重庆 聚焦卫星互联网等六大方向实施“金凤凰”人才

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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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续)

批复时间 示范区名称 涉及城市 相关政策内容

2018 年 宁波、温州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宁波、温州 引导民间资本促进创新创业人才资源集聚

兰白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兰州、白银 推进人才管理改革,建设离岸创新创业及人才

基地

乌昌石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乌鲁木齐、昌吉、石河子 以“培养与引进并举、存量与增量并重” 思路汇

聚人才

2019 年 鄱阳湖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南昌、新余、景德镇、鹰潭、抚州、吉
安、赣州

人才管理改革先行先试,强化高端人才集聚

2022 年 长春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长春 建设长春人才创新港,试点外籍人才居留便

利化

哈大齐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哈尔滨、大庆、齐齐哈尔 推动产教双向科技合作、联合培养产业急需

人才

　 　 注:数据来源于中国政府网。

现有研究对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政策的科技人才集聚效应讨论较少,主要从理论层面梳理了国家自主

创新示范区在体制机制创新、创新生态系统、产业转型升级以及产业创新要素中的作用机理[2-3] ,从实证角

度肯定了该政策对地区经济增长、数字贸易发展、绿色发展、区域创新绩效和企业创新的积极影响[4-8] ,但鲜

有文献考虑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政策在推动城市科技人才集聚方面的独特优势,也并未探讨其能否通过

政府战略引领与产业结构转型来提升科技人才集聚水平。 而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政策的实施有助于政策

发挥引导和保障作用,吸引地方政府、企业、科研机构等多个主体参与,同时营造鼓励创新的环境,带动产业

结构转型升级,进而增加对科技人才的需求。 基于此,本文将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政策作为一项准自然实

验,采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的研究方法,探究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政策的实施能否提升城市科技人才集

聚水平。 如果能,其背后的作用机理又是怎样的? 哪些应用情境又将影响城市科技人才集聚水平的提升效

果? 厘清这些问题不仅为中国城市如何借助政策的力量强化科技人才集聚提供了理论参考,而且为中国加

快建设人才高地、促进科技创新提供了政策启示。
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在于:第一,在研究视角方面,现有文献从经济基础、政策制度、教育科研与外部环

境等角度考察了科技人才集聚的影响因素,亦有研究从宏观产业层面、城市区域层面和微观企业层面聚焦

于以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为代表的创新驱动政策的实施效果,但鲜有文献立足于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视

角,对科技人才集聚展开分析,本文以城市科技人才集聚为切入点,不仅拓展了以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为代

表的创新驱动政策的影响效应阐释,而且为创新驱动政策的人才资源集聚效应提供了城市层面的经验证

据;第二,在研究机制方面,现有研究探讨创新驱动政策的人才集聚效应时对渠道机制的探讨往往停留在对

人力资本水平、产业结构升级等渠道的分析,而鲜有文献立足于政府战略引领和产业结构转型的双重视角

来探究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政策影响城市科技人才集聚的作用机制,本文则从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视角

出发,基于政府战略引领与产业结构转型两个效应,探讨了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政策的城市科技人才集聚

效应及其作用机制,不仅丰富了科技人才集聚的影响因素研究,而且还延展了国家创新系统理论和推拉理

论的应用边界;第三,在研究情境方面,现有文献鲜有对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与城市科技人才集聚应用情境

的剖析,本文则从城市行政等级、城市人口规模、城市地理区位以及城市群归属等方面,多维度探究了国家

自主创新示范区政策对城市科技人才集聚的异质性影响,不仅为不同类型、不同规模、不同区位、不同归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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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城市如何提升科技人才集聚水平给予精准的政策靶向,而且为加快实施创新驱动战略与人才强国战略,
推动创新成果转化,最终形成新质生产力、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依据。

　 　 二、文献综述

　 　 (一)科技人才集聚的影响因素研究

科技人才集聚,即大量具有专业技能和创新能力的科技人才在某一地区或领域内聚集,形成人才高

地[9] 。 现有研究主要从经济基础、政策制度、教育科研、社会环境等视角探讨了科技人才集聚的影响因素。
第一,基于经济基础的视角,多数研究认为经济发展水平反映了地区发展潜力、就业机会,是吸引科技人才

集聚的重要动因[10-14] ;此外,朱喜安等指出,地区产业集聚亦是吸引科技人才集聚的重要经济因素[15] 。 第

二,基于政策制度的视角,部分研究认为包括科技金融政策[16] 、人才落户政策[17] 和创新型城市试点[18] 在内

的政策制度反映了政府对人才的重视程度,对城市人力资本存量的提升具有显著影响;其中,熊学丽等认为

城市创建所带来的产业结构升级能够提升地方人才集聚水平[18] ,但上述研究并未关注政府战略引领在传导

机制中的作用。 第三,基于教育科研的视角,部分研究指出,公共教育机会更多[19] 、高等教育发展水平较

高[20] 、科研氛围较浓厚[21-23]的地区在培养、吸引和留住人才方面具有更大的优势;此外,亦有学者认为,所
在行业的创新研究能力是影响发明人才频繁流动的重要因素[24] 。 第四,基于外部环境的视角,各类研究包

含的影响因素较为丰富,既包括社会环境条件,如城市品质[25] 、社会公共服务水平[26] ;也包括自然环境因

素,如城市污染[27] ;还有学者从社会生态环境角度认为,单一人才生态环境要素并不是城市科技人才集聚的

必要条件,但构建优质的科技创新环境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28] 。 上述研究基本形成了科技人才集聚影响因

素体系,为本文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二)创新驱动政策的影响效应研究

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政策是中国情境下创新驱动政策的有益探索。 随着纳入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

设范围的城市数量不断增多以及政策推行时间的不断延长,学术界开始关注这一政策的实施效果评估。 目

前关于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政策的影响效应研究可从宏观产业层面、城市区域层面与微观企业层面三个角

度来展开分析。 第一,从宏观产业层面来看,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政策能够有效推动国家经济实现高质量

发展[4] ,并能够通过加快自主创新[7] 、调整产业结构[15] 、加强对外开放[5] 以及城乡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

裕[4] ;此外,也有学者从环境经济学的角度对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政策效果进行了评价,发现国家自主创新

示范区政策有效降低了空气污染,并促进碳排放量降质升[29] 。 第二,从城市区域层面来看,国家自主创新示

范区政策能够提升区域内整体创新能力,加快创新驱动效率,带动城市整体经济增长[6] ;此外,有学者指出,
创新驱动政策可以通过人才集聚、政策集聚等因素对城市创业活跃度产生积极影响[1] 。 第三,从微观企业

视角来看,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政策的实施能够提升企业生产率与创新能力[8] ,进而提升企业的创新产出

与研发绩效[30] ;也有学者认为创新政策可以影响企业人力资源系统中与动机相关的要素,进而提升企业的

创新水平[31] 。 除了对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政策的积极评价外,也有学者提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政策仍然

存在改进的空间[7] 。

　 　 (三)文献评述

上述两类文献为本文探讨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政策的科技人才集聚效应奠定了丰富的研究基础,但也

留下一些研究空白。 首先,缺乏对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政策的科技人才集聚效应的关注。 现有研究聚焦于

431



Research
 

on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No. 1, 2026) 经济与管理研究(2026 年第 1 期)

分析经济基础、政策制度、教育科研与外部环境等方面因素对科技人才集聚的影响,亦有文献从宏观产业层

面、城市区域层面和微观企业层面探讨了创新驱动政策的实施效果,但未有研究将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政

策与科技人才集聚两者融合纳入同一分析框架,从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政策的视角,探究其对提升城市科

技人才集聚水平的驱动作用。 其次,缺乏对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产生科技人才集聚效应作用机制的检验。
现有研究创新驱动政策人才集聚所发挥作用的文献中对渠道机制的探讨不足,具体体现在机制分析往往停

留在对人力资本水平、产业结构升级等渠道的分析[1,17] ,少有文献立足于政府战略引领和产业结构转型的双

重视角来探究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政策影响城市科技人才集聚的作用机制。 另外,缺乏对国家自主创新示

范区与城市科技人才集聚应用情境的剖析。 现有文献鲜有从城市行政等级、城市人口规模和城市地理区位

等角度对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科技人才集聚效应展开异质性分析。

　 　 三、研究假设

　 　 (一)直接影响

从政策实施效果来看,各示范区在创新体制改革、创新成果转化、创新要素整合、创新资源集聚等方面

取得了显著成效,已成为当地引领经济社会发展新的重要引擎[2-3] 。 从理论逻辑层面来讲,国家自主创新示

范区政策通过改善创新环境、提供科技金融服务、支持人才服务和推动产业链技术创新升级等方面的作用,
促进城市科技产业快速发展,对城市科技人才集聚产生积极影响。 第一,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政策注重优

化科技创新环境,包括但不限于给予优惠的财税政策、提供强有力的科技金融支持和出台具有吸引力的人

才服务政策等一系列措施。 这些措施有利于为科技人才营造更好的创新环境和氛围,增强了城市对科技人

才的吸引力。 第二,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政策支持企业开展技术创新活动,鼓励企业与科研机构、高校等研

发合作,共同开展核心技术研发。 这有利于推动产业的技术创新升级,为科技人才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和

职业发展空间。
据此,提出假设 1:创新驱动政策有助于提升城市科技人才集聚水平。

　 　 (二)影响机制

为进一步厘清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政策与城市科技人才集聚之间的关系,本文基于国家创新系统与推

拉理论,试图从政府战略引领和产业结构转型两条路径阐述该政策对城市科技人才集聚的影响机制。
国家创新系统理论认为,创新是一个包含政府、企业、研究机构等多主体参与的、系统化、动态化的行为

过程[32] 。 在国家制度安排和组织下,多个行动主体组成创新网络,进而推动大量创新产生,促进地区竞争力

提升。 因此,在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政策实施后,国家发挥引导和保障作用,吸引地方政府、企业、科研机构

等多个主体参与,同时营造鼓励创新的环境,进而带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推拉理论指出,科技人才的集聚

和流动是由两个方面因素共同作用引致的,一方面源自处于相对劣势地区的“推动型”因素,另一方面则来

自处于相对优势地区的“拉动型”因素[33] 。 在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所在城市,政府所采取的一系列优惠措

施、当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均会对其他地区的科技人才产生拉力作用,进而促进了科技人才的集聚。
1. 政府战略引领效应

在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政策通过政府战略引领提升城市科技人才集聚水平的途

径主要有以下三点:一是战略规划与资源配置。 政府通过制定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规划,明确科技发展方向

和重点,引导资源向科技领域集聚。 例如,政府可以加大对科技创新的财政支持力度,建立科技基金,为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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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企业提供税收优惠等政策支持,从而吸引科技人才。 二是政策激励与扶持。 一方面,政府可通过优惠政

策,激励企业与高校合作,建立产学研一体化创新人才培养体系;可牵头设立人才引进计划,在提供住房、子
女教育、医疗保健等方面,为城市吸引和集聚高科技人才提供政策支持。 另一方面,政府可制定相关扶持措

施,鼓励科技人才创新创业。 例如,政府可以为科技企业提供创业补贴、贷款贴息等政策支持。 此外,政府

还可设立科技奖励基金,表彰和奖励在科技创新方面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人才。 三是科技创新环境建设。
政府通过加强城市科技创新环境建设,提供良好的科研条件和生活环境,吸引和留住科技人才。 例如,政府

建设科技园区、孵化器等创新平台,提供资金、场地、政策等方面扶持,为企业和科研机构提供良好的发展环

境。 由此可见,政府战略引领是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政策提升城市科技人才集聚水平的重要途径,通过政

府的战略规划与资源配置、政策激励与扶持、科技创新环境建设等措施,为地区科技创新提供有力的支持和

保障,进而吸引和集聚更多科技人才,推动城市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据此,提出假设 2:创新驱动政策能够通过政府战略引领提升城市科技人才集聚水平。
2. 产业结构转型效应

2024 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充分发挥创新主导作用,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大
力推进以创新为驱动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作为推

进创新引领,发展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的前沿阵地,对当地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起重要作用。 国家自主创

新示范区政策通过产业结构转型来提升地区科技人才集聚水平的内在机理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属地政府通过倾斜式产业扶持政策,给予价值链上

游产业创新补贴,鼓励和支持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特别是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新兴产业和未来

产业的集群发展 [ 15] 。 这些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需要大量的科技人才,因此会吸引更多的科技人才集

聚到所在城市。 同时,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也会为科技人才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更好的发展环境。
二是增加研发投入。 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政策要求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增加对研究和开发的投入,促
进新技术的研发和应用。 这些研发投入需要科技人才的支持,因此也会吸引更多的科技人才集聚到这

些城市寻找发展机会。 同时,这些研发投入也会为科技人才提供更多的研究机会和更好的研究条件。
三是优化产业结构。 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政策有利于优化地区产业结构,推动传统产业升级和转型,
能够为科技人才提供更多的创业机会和更佳的创业环境,吸引更多的科技人才集聚到示范区。 因此,
产业结构升级能够为科技人才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更好的发展环境,从而促进地区科技人才集聚水

平的提升。
据此,提出假设 3:创新驱动政策能够通过产业结构转型提升城市科技人才集聚水平。

　 　 四、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定

为了识别创新驱动政策对城市科技人才集聚的影响,本文参考白俊红等[1] 的研究,将国家自主创新示

范区政策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利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法,构建如下计量模型:
STTAit =β0 + β1 treat × timeit + X′it  ρ + μ i + λ t + ε it (1)

式(1)中, STTA it 表示城市 i 在 t 年的科技人才集聚水平; treat × timeit 表示以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为

代表的创新驱动政策的处理效应,城市 i在 t年设立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后取值为 1,其余年份为 0; X′it 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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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系列城市层面的控制变量向量; μ i 和 λ t 分别代表个体固定效应与时间固定效应, ε it 为随机误差项。

估计系数 β 1 反映了城市科技人才集聚水平在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政策实施前后的平均变化程度。 若 β 1

显著为正,则意味着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政策对城市科技人才集聚水平的提升具有积极影响;反之,为负

向影响。

　 　 (二)变量选取

1. 被解释变量

科技人才集聚水平(STTA)。 参照熊学丽等[18] 的研究,本文以科技人才集聚度来衡量地区科技人才聚

集水平,具体算法如下:

STTAit =
Nit / Tit

TNt / TTt
(2)

式(2)中, Nit 为城市 i 第 t 年的科技人才存量, Tit 为城市 i 在第 t 年年末人口数量, TNt 与 TTt 分别表示

第 t 年全国科技人才存量与全国年末人口数量。 以往研究大多采用科技活动人员或研发(R&D)人员数量来

代表科技人才[34] ,考虑到城市层面的 R&D 人员数量较难获取,本文参考郭金花等[8]研究做法,采用《国民经

济行业分类》(GB / T
 

4754—2017)中“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从业人数

来衡量科技人才存量。
2. 核心解释变量

本文核心解释变量为创新驱动政策。 在方法上,参考白俊红等[1] 的研究,视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政策

为一项准自然实验,以政策实施的城市与年份构造虚拟变量 treat × timeit 表征创新驱动政策的政策处理效

应。 具体地,若 i 地区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所在城市,且观测时间在政策实施之后,虚拟变量 treat × timeit
取值为 1;否则为 0。 这种方法有助于更准确地评估创新驱动政策的效果。

3. 机制变量

根据前文分析,本文选用政府战略引领和产业结构转型作为机制变量:(1)政府战略引领(GSL),借鉴已

有研究做法[16]以科技与教育财政支出占政府财政支出比重来表征政府战略引领。 (2)参考贾晋等[35] 、杨立

生和龚家[36]的研究方法,本文选取二三产业就业比重(PESTI)与产业高级化( ISS)两个指标来衡量产业结

构转型。 其中,产业结构高级化是指产业结构从低级向高级的转型,即经济体中高生产率、高附加值、高技

术含量和高品质的产业在总产业中所占的比重不断上升的过程,采用产业劳动生产率加权后的产业结构来

表示城市层面产业结构高级化:

ISSit = ∑
n

i = 1

Yit

Yt

　 Yit

Lit
(3)

式( 3)中,n = 1,2,3, Y it 表示所在城市产业 i 在 t 时期的产值, L it 则代表所在城市产业 i 在 t 时期的

从业人员数量,用
Y it

Y t
来衡量产业 i 在整个产业结构系统产出中所占比重;用

Y it

L it
来刻画产业层面的劳动

生产率,用
　 Y it

L it
来表示产业 i 的发展水平系数。 若 ISS it 值越大,则意味着产业结构水平越高。 本文采

用均值化来消除劳动生产率的量纲;基于产业劳动生产率构建指标时,相关指标数据统计仅限于产业

门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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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控制变量

在实证检验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政策对科技人才集聚的影响时,为提高研究准确性与可靠性,确保

模型中主要解释变量的估计结果不受干扰,参照白俊红等[1] 和熊学丽等[18] 的研究,本文引入如下控制变

量:(1)地区人口密度(DOP) ,以地区人口数量与所在地区面积的比重来衡量。 高人口密度区域往往有

更多的基础设施、文化活动与交流机会,这些能够为人才提供更好的生活和娱乐条件,从而促进人才集

聚。 (2)信息化程度( INL) ,通过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占地区总人口的比值来表示。 信息化程度较高

的区域意味着有更多的信息资源和数据支持,这些资源和数据能够为科技人才提供更多的创新支持和研

究机会。 (3)工资水平(SAL) ,利用城镇职工年平均工资来表征。 工资水平较高能够为企业提供更好的

人才竞争环境,为人才提供更好的经济回报,从而吸引更多更优质的人才集聚。 ( 4) 金融发展水平

(FIN) ,采用城市人均金融机构贷款余额来表征。 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区域往往有更多的金融创新和资

本运作的机会,这些机会能够为人才提供更多的创新支持和创业机会,进而有利于人才集聚。 (5)对外开

放水平(FOR) ,利用城市当年外资实际投资额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衡量。 对外开放水平较高意味着

有更多的国际贸易和投资机会,亦体现了城市更高的开放度与包容性。 (6)经济发展水平(PGDP) ,利用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来衡量。 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区域往往有更大的就业平台和更多的商业机会,能够吸

引人才前往发展。 相关变量定义如表 2 所示。

表 2　 变量定义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说明

被解释变量 科技人才集聚水平 STTA 以科技人才集聚度来衡量,具体计算公式详见式(2),单位为%

核心解释变量 创新驱动政策 treat×time 政策虚拟变量与时间虚拟变量的交互项,该变量为二元变量,取值为 0 或 1

机制变量 政府战略引领 GSL 以科技与教育财政支出占政府财政支出比重来表征,单位为%

二三产业就业比重 PESTI 城市总人口中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就业人口所占的比例,单位为%

产业高级化 ISS 采用产业劳动生产率加权后的产业结构来表示,具体计算公式见式(3),无量纲

控制变量 人口密度 DOP 以地区人口数量与所在地区面积的比重来衡量,单位为人 / 平方公里

信息化水平 INL 通过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占地区总人口的比值来表示,单位为户 / 人

工资水平 SAL 利用城镇职工年平均工资来衡量,单位为万元

金融发展水平 FIN 采用城市人均金融机构贷款余额来表征,单位为万元 / 人

对外开放水平 FOR 利用城市当年外资实际投资额与 GDP 的比重来衡量,单位为%

经济发展水平 PGDP 利用人均 GDP 来衡量,单位为万元 / 人

　 　 (三)数据来源

首批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设立从 2009 年开始,后陆续设立多批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截至 2023 年

12 月,全国共设立 23 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考虑到政策需要一定时间才能得到明显效果,以及剔除新冠

疫情的影响,结合数据的可得性,故本文选取 2009—2018 年共 6 个批次的政策纳入研究,包含北京、武汉、上
海等 48 个城市。 具体地,将 48 个设立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城市纳入实验组,而其余 230 个城市纳入对照

组,并对数据做以下处理:首先,将 2003—2022 年城市层面的截面数据合并为面板数据;其次,保留 20 年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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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观测的城市,剔除年份不连续、不完整的城市①;最后,使用线性插值法对相关缺失值进行补充,得到 20 年

278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 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政策来自政府网站,其余变量均来自《中国城市统

计年鉴》。

　 　 (四)描述性统计

表 3 报告了本文涉及所有变量的观测值、平均值、标准差、最小值、中位数和最大值。 从描述性统计结果中

可以看到,被解释变量科技人才集聚水平(STTA)的最小值为 0. 118
 

1,最大值为 33. 592
 

8,平均值为 0. 841
 

4。
核心解释变量创新驱动政策( treat×time)的平均值为 0. 045

 

0,说明经过处理之后的处理组样本量占总样本

量的 4. 5%。

表 3　 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中位数 最大值

科技人才集聚水平 STTA 5
 

560 0. 841
 

4 1. 520
 

0 0. 118
 

1 10. 342
 

7 33. 592
 

8

创新驱动政策 treat×time 5
 

560 0. 045
 

0 0. 208
 

9 0. 000
 

0 0. 000
 

0 1. 000
 

0

政府战略引领 GSL 5
 

560 0. 137
 

0 0. 210
 

5 0. 078
 

8 0. 131
 

3 0. 212
 

4

二三产业就业比重 PESTI 5
 

560 0. 759
 

7 0. 861
 

6 0. 552
 

2 0. 598
 

5 0. 960
 

2

产业高级化 ISS 5
 

560 0. 671
 

1 1. 201
 

1 0. 423
 

0 0. 613
 

8 0. 911
 

1

人口密度 DOP 5
 

560 433. 230
 

5 332. 095
 

0 0. 640
 

1 301. 278
 

1 2
 

759. 139
 

7

信息化水平 INL 5
 

560 0. 365
 

0 0. 096
 

2 0. 231
 

7 0. 602
 

2 0. 906
 

4

工资水平 SAL 5
 

560 10. 382
 

2 0. 650
 

1 2. 283
 

3 5. 391
 

4 12. 678
 

3

金融发展水平 FIN 5
 

560 9. 940
 

1 1. 167
 

8 7. 155
 

3 8. 904
 

6 13. 875
 

3

对外开放水平 FOR 5
 

560 6. 030
 

5 1. 639
 

5 0. 534
 

1 4. 378
 

2 9. 409
 

0

经济发展水平 PGDP 5
 

560 10. 218
 

9 0. 837
 

7 4. 595
 

6 7. 986
 

0 13. 056
 

1

　 　 五、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基准回归

表 4 报告了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政策影响城市科技人才集聚的线性回归结果。 具体来讲,列(1)展示

了未考虑控制任何固定效应情况下的估计结果,列(2)展示了在模型中加入了试点城市虚拟变量与样本年

份的交互项,以控制试点城市可能存在的时间趋势。 从列(1)可以看出,核心解释变量( treat×time)的估计系

数为 0. 437
 

0,且通过了 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这意味着以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为代表的创新驱动政策提

高了城市科技人才的集聚水平。 列(2)结果表明,在加入了试点城市虚拟变量与样本年份的交互项后,即控

制试点城市时间趋势后,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政策对科技人才集聚的影响依旧显著,且估计系数的大小和

方向与预期一致,进一步验证了政策的有效性。 因此,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政策的实施有助于促进城市科

技人才的集聚,该实证结果支持了假设 1。

931

① 研究样本未包含港澳台地区和西藏,还剔除了三沙市、儋州市、山南市、钦州市等数据缺失严重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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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1) (2)

treat×time 0. 437
 

0∗∗∗ 0. 498
 

1∗∗∗

(3. 420
 

1) (3. 561
 

1)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固定效应 未控制 控制

常数项 0. 008
 

0∗∗ 0. 153
 

1∗∗

(0. 010
 

1) (0. 070
 

1)

观测值 5
 

560 5
 

560

拟合系数 0. 030
 

0　 　 0. 353
 

0　 　

城市样本数 278 278

　 　 注:∗∗∗ 、∗∗和∗分别表示回归结果在 1%、5%和 10%水平下显著。 括号内数值

为 t 值。 后表同。

　 　 在探究了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政策

全样本对于城市科技人才集聚的影响后,
本文继续探究不同实施批次的政策效应。
具体处理步骤如下:(1) 对于每个政策批

次,只保留该批次实施政策的城市作为实

验组,以及未实施政策的城市作为对照

组。 (2)确保每个批次的实验组和对照组

在政策实施前具有可比性,以满足双重差

分模型的平行趋势假设。 (3)剔除之前批

次的城市样本后,重新进行回归分析,并
得到新的估计结果。 此外,由于 2019 年及

以后的政策开放时间较短,且 2019 年之后

出现了新冠疫情,因此本文将政策窗口期

设定在 2018 年及以前。 表 5 汇报了从

2009—2018 年共六个批次的回归结果,
除了 2009 年第一批次的回归系数不显著外,其他批次的政策效应都显著为正。 首批国家自主创新示范

区的实施城市包括北京中关村自主创新示范区以及武汉东湖自主创新示范区。 一方面,对于政府来说,
作为首批政策实施区域,其主要作用在于作为全国性政策实施的试验田,相关制度建设、法律监管、政府

投入力度、融资贷款优惠程度、创新环境建设等仍处于摸索阶段;另一方面,对于企业与劳动者来说,尽管

政府会给予一定的企业进驻与人才引进的相关优惠政策,但一项新政策的实施仍然令个体面临较大的经

济不确定性,导致大部分个体保持观望态度。 因此,虽然 2009 年首批政策的效应为正,但政策激励效应

发挥受限。 而从 2011 年第二批次开始,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政策效应全部显著为正,但随着批次不断增

多,其政策效应系数不断降低。 可能的原因是从 2014 年第三批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设立之后,开始出现

了以省内多个城市构成的城市群作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情况,因此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政策对于城

市科技人才集聚的效果逐渐从单个城市集聚演变为多个城市整体科技人才集聚水平的提升,虽然对单个

城市的效应有所下降,但有利于科技人才集聚水平的整体增长,有助于地区间均衡发展。

表 5　 分批次回归结果

变量 2009 年 STTA 2011 年 STTA 2014 年 STTA 2015 年 STTA 2016 年 STTA 2018 年 STTA

第一批次 0. 245
 

0

(0. 610
 

0)

第二批次 0. 899
 

3∗∗∗

(2. 582
 

1)

第三批次 0. 802
 

1∗∗

(2. 170
 

7)

第四批次 0. 529
 

0∗∗

(2. 330
 

1)

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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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续)

变量 2009 年 STTA 2011 年 STTA 2014 年 STTA 2015 年 STTA 2016 年 STTA 2018 年 STTA

第五批次 0. 189
 

4∗∗

(2. 101
 

0)

第六批次 0. 178
 

0∗∗

(2. 050
 

0)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标准误 聚类 聚类 聚类 聚类 聚类 聚类

观测值 5
 

560 5
 

520 5
 

500 5
 

380 5
 

100 4
 

740

拟合系数 0. 008
 

0　 　 0. 013
 

1　 　 0. 020
 

0　 　 0. 022
 

5　 　 0. 017
 

0　 　 0. 014
 

2　 　

城市样本数 278 276 275 269 255 237

　 　 (二)平行趋势与动态效应检验

为保证政策评估的有效性与真实性,本文对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政策实施前实验组与对照组的科技

人才集聚变化趋势进行评估,以检验双重差分模型的平行趋势假设是否成立,并对该政策实施的动态效

应进行回归检验。 具体地,根据事件研究法的思路,刻画不同时段的政策冲击思路,并构建计量模型

如下:

STTAit =β0 + ∑
8

k = -4
βk treat × timei,t +k + X′it  ρ + μ i + λ t + ε it (4)

�� �� �� � � � � � � � � �

�

�

�

�

�

��

�
�
2
�

�0�%

图 1　 平行趋势与动态效应检验结果

式(4)中, treat × timei,t +k 依旧代表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政策的虚拟变量,本文选取国家自主创新示范

区政策实施的前 4 年与后 8 年进行平行

趋势与动态效应检验。 根据平行趋势检

验的原理,本文基于式(4)的回归系数 βk

来判断政策实施前各城市的科技人才集

聚水平的平行趋势,如果政策实施前其趋

势具有共同性,则说明通过了平行趋势检

验,且双重差分模型得到的回归结果是有

效的。

图 1 报告了在 95%的置信区间下平

行趋势的检验结果。 为了防止虚拟变量

陷阱的影响,本文以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政策实施前 1 期作为基准点来进行分析。

研究发现,政策实施前的回归系数均在 0

的附近波动,且未达到 5%显著性水平的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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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槛。 这表明,在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政策实施前,实验组与控制组的科技人才集聚水平符合平行趋势

假设,即各城市的科技人才集聚水平基本保持稳定,这验证了使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来检验国家自主

创新示范区政策效应的适宜性。 随着政策的逐步实施,回归系数总体呈上升趋势。 这一变化显示,国家

自主创新示范区的政策实施对城市科技人才集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并且这种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

渐增强。

　 　 (三)稳健性检验①

1. 安慰剂检验

尽管本文已经检验了对照组与实验组在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政策实施前满足平行趋势假设,但仍

然要验证城市科技人才集聚的变化是否为同时期其他不可观测的随机因素引起的。 为了排除上述情

况,本文参考白俊红等 [ 1] 的做法,进一步通过随机抽样对实验组进行安慰剂检验。 具体地,随机抽取

城市构造伪造实验组,重复进行 500 次回归检验。 估计系数绝大多数围绕在零值左右且呈现正态分

布,远小于基准回归的真实值 0. 437
 

0。 这排除了其他不可观测因素的影响,表明城市科技人才集聚

水平是由于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政策的实施得到提升的,因此进一步证明了基准回归得到的结果是稳

健的。

2. 替换被解释变量

本文采用城市科技人才数量与该城市年末总人口的比值作为衡量科技人才集聚水平的替代变量。

3. 剔除特定样本

本文进一步使用剔除特定样本的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 由于省会与直辖市这样的重要城市本身就更

容易吸引科技人才聚集,因此本文将样本中的省会与直辖市予以剔除,探究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政策对普

通地级市科技人才的集聚是否具有同样的促进作用。

4. 排除其他政策干扰

在本文考察期内,除实施自主创新示范区政策外,国家还密集出台了多项旨在吸引或保留科技人才的

政策。 为确保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政策对城市科技人才集聚的净效应估计无偏,本文进一步控制同期可能

干扰人才集聚的其他政策。 一是排除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的影响。 2010 年科技部批复首批国家创新

型城市试点,赋予试点城市在科技投入、人才引进、体制机制等方面先行先试权。 已有研究表明,该试点政

策显著提升了地方科技人才密度[18] 。 因此,本文将国家创新型城市政策进行指标构建,并作为控制变量加

入模型。 二是排除以“万人计划”为核心的国家级人才工程政策的影响。 2012 年起,中央组织部等部委启动

“万人计划”等国家高层次人才工程,通过经费资助、岗位津贴、住房医疗等综合激励直接吸引海内外高端人

才。 本文以城市首次入选“万人计划”领军或青年项目当年起,设置虚拟变量。 三是排除自由贸易试验区政

策的影响。 2013 年以来,国务院先后批复设立多批次自由贸易试验区,通过投资、贸易与人员流动便利化改

革,间接降低高端人才跨境流动成本,可能对科技人才空间分布产生再配置效应[37] 。 本文在基准回归模型

中加入自由贸易试验区试点政策实施的年份虚拟变量。

上述各项稳健性检验结果与基准回归结果基本一致,说明本文核心结论是稳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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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限于篇幅,稳健性检验具体回归结果略,留存备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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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进一步分析

　 　 (一)机制检验

前文从政府战略引领和产业结构转型两条路径视角,理论阐述了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政策对城市科技

人才集聚的影响机制。 为验证该影响机制假设,在机制识别手段上,首先考察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政策对

政府战略引领、产业结构转型的影响,然后从理论上推导出机制变量与科技人才集聚之间的关系。 为此,本

文设定如下模型:

Medit = α0 + α1 treat × timeit + X′it  ρ + μ i + λ t + ε it (5)
其中, Medit 为机制变量,依次采用政府战略引领(GSL)、产业结构转型( INDUS)两个变量进行替换,其

余变量含义与前文一致。

1. 政府战略引领效应检验结果

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政策在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促使地方政府通过三大途径提升城市科技人才集聚:一是

战略规划与资源配置,明确科技发展方向,引导资源集聚,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建立科技基金,提供税收优惠吸

引人才;二是政策激励与扶持,促进企业与高校合作,建立人才培养体系,设立人才引进计划,提供创业补贴和

贷款贴息,表彰科技创新贡献者;三是科技创新环境建设,加强城市科技创新环境,建设科技园区和孵化器,提

供全方位支持,吸引和留住科技人才。 机制检验结果如表 6 所示。 表 6 回归结果显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政

策对政府战略引领的回归系数为 0. 015
 

0,并在 1%水平下显著,由此可见,地方政府对于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政策的响应程度较高,加大了对于科技以及教育的投入力度。 地方政府增加对科技研发和高等教育的投入,不

仅能够吸引外来科技人才,尤其是那些寻求高质量教育和研究机会的人才;而且还能提升当地的科研能力和教

育水平,以培养出更多具备专业技能和创新能力的人才,为城市科技发展提供人才资源支持[19-23] ;此外,还可以

改善城市的公共服务水平,如医疗、文化和基础设施等,这些因素对于提高城市的宜居性至关重要,有助于留住

和吸引科技人才[26] 。 这表明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通过地方政府战略引领,有效提高了所在城市的人才集聚水

平,由此可知,假设 2 得到了验证。

表 6　 机制检验回归结果

变量 GSL PESTI ISS

treat×time 0. 015
 

0∗∗∗ 0. 053
 

9∗∗ 0. 030
 

1∗∗

(3. 452
 

1) (2. 440
 

1) (2. 572
 

6)

常数项 0. 378
 

1∗∗∗ 0. 313
 

1 3. 592
 

1∗∗∗

(5. 176
 

0) (1. 460
 

0) (22. 620
 

4)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5
 

560 5
 

560 5
 

560

拟合系数 0. 555
 

0　 　 0. 242
 

0　 　 0. 640
 

1　 　

城市样本数 278 278 278

341



经济与管理研究(2026 年第 1 期) Research
 

on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No. 1, 2026)

2. 产业结构转型效应检验结果

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政策通过三大核心机制推动产业结构转型,提升地区科技人才集聚水平:首先,政
策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如人工智能、大数据等,通过产业扶持政策吸引科技人才;其次,政策增加研发投入,
推动新技术的研发和应用,为科技人才创造更多研究机会;最后,政策优化产业结构,推动传统产业升级,为
科技人才提供更多创业机会和更佳环境。 这些措施共同增强了地区的科技人才吸引力和创新能力,促进了

科技人才集聚。 表 7 回归结果显示,核心解释变量 treat × timeit 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这意味着国家自主

创新示范区政策提升了所在城市二三产业的就业比重,并且能够推动产业高级化。 随着二三产业的发展,
产业链上下游之间的协同效应增强,能够为科技人才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与创新平台,提供更具吸引力的

职业发展前景和更高的薪酬待遇,从而吸引科技人才[13] ;而产业高级化往往伴随着对研发和创新的重视,这
要求企业投入更多资源于科技创新,这促使企业需要招聘更多的科技人才来推动新技术的研发和应用[8,38] ,
这两者共同促进城市科技人才集聚水平的提升。 因此,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政策通过提升二三产业就业在

城市中的比重,推动产业高级化,最终提升城市科技人才的集聚水平。 换言之,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政策通

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继而提升科技人才集聚水平,即假设 3 成立。

　 　 (二)异质性分析

1. 城市行政等级

不同行政等级的城市在财政资源、政策权限与人才吸引力方面存在明显差异,可能导致国家自主创新

示范区政策对科技人才集聚的效果呈现梯度特征。 本文按照城市行政级别高低,将样本城市分为“直辖市

和省会”与“普通地级市”两组,并采用分组回归考察政策效应差异,回归结果如表 7 所示。 表 7 回归结果显

示,在控制了相关变量与固定效应并使用聚类标准误后,不论是何种级别的城市,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政策

都能明显提升该城市科技人才集聚水平。 组间系数差异检验表明,政策效应随行政等级提升而显著放大。
相比于普通地级市而言,省会城市与直辖市的人均收入水平、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教育医疗水平均较高,并
且省会城市与直辖市的人才引进政策对于劳动者的吸引力度也更大,在同等条件下,人才将更倾向于到直

辖市与省会工作。 因此,在后续的政策制定过程中,政府应当充分发挥好重要城市人才集聚的中心作用,围
绕省会与直辖市,加强人才跨区流动频率,带动周边城市的科研创新,推进整体创新协调发展。

表 7　 异质性分析回归结果Ⅰ

变量
行政等级 城市人口规模

直辖市和省会 普通地级市 特大城市 大城市 中小城市

treat×time 0. 619
 

0∗∗ 0. 266
 

1∗∗ 0. 268
 

1∗∗∗ 0. 506
 

7∗∗∗ 0. 339
 

2∗∗∗

(2. 362
 

1) (2. 441
 

0) (3. 492
 

2) (11. 032
 

1) (2. 811
 

9)

常数项 7. 598
 

7∗ 1. 976
 

6∗∗∗ 3. 697
 

2∗∗∗ 2. 013
 

0∗∗∗ 1. 813
 

5∗∗∗

(2. 040
 

0) (6. 250
 

5) (3. 734
 

1) (5. 572
 

5) (3. 470
 

7)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600 4
 

960 280 2
 

100 3
 

180

拟合系数 0. 095
 

2　 　 0. 018
 

1　 　 0. 040
 

3　 　 0. 125
 

1　 　 0. 020
 

8　 　

城市样本数 30 248 14 105 159

直辖市和省会与普通地级市组间系数差异检验 0. 330
 

1∗∗

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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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续)

变量
行政等级 城市人口规模

直辖市和省会 普通地级市 特大城市 大城市 中小城市

特大城市与大城市组间系数差异检验 0. 191
 

2∗∗

特大城市与中小城市组间系数差异检验 0. 109
 

7∗∗

大城市与中小城市组间系数差异检验 0. 217
 

2∗∗

2. 城市人口规模

人口规模直接决定城市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与人才承载上限,进而影响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政策的边际收

益。 本文依据市辖区常住人口,将样本城市划分为特大城市(>500 万人)、大城市(100 万~500 万人)与中小城

市(<100 万人)三组,并采用分组回归进行评估。 表 7 回归结果显示,三类城市的科技人才集聚水平都受到了

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政策的正向影响;组间系数差异检验表明,政策效应随人口规模呈“倒 U 型”放大:大城市

的回归系数最高,中小城市其次,而特大城市受到政策的影响效果最低。 可能的原因:一方面特大城市多为人

才流入,劳动力市场已趋于饱和,且这类城市产业规模与竞争力处于领先地位,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政策难以

在这类城市中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18,38] ;另一方面,特大城市在一定程度上也意味着外来人才将会承担更高的

生活成本,享受更少的与本地居民平等的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39] ,因此其政策效应不如大城市明显。 而大城

市相比于中小城市,其就业机会更多,因此更能吸引科技人才聚集。
3. 城市地理区位

中国东、中、西部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数字基础设施与人才流动壁垒上差异显著,可能导致国家自主创新

示范区政策对科技人才集聚呈现区位梯度效应。 本文按地理区位不同分类,将样本城市分为东部、中部与西部

三大地区①,在此基础上依次进行分组回归。 表 8 回归结果显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政策对于科技人才集聚

的提升只在东部与西部地区有显著效果,而在中部地区的政策效应不显著。 组间系数差异检验表明,政策效应

呈现“西部>
 

东部>中部”的梯度差异,且每跨一个区域,回归系数均显著递增,这充分揭示了地理区位异质性在

放大政策红利中的关键作用。 可能的原因是西部地区以其面积广袤,人口密度低的特点,较为适合中国建立各

学科领域大型实验室,且西部地区受到中央政策倾斜以及定点人才输送,更容易形成“洼地”补偿效应,因此政

策边际效益较高;东部地区多为沿海、沿江沿河且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从创新产业布局来看,不论是政府

还是企业都更倾向于在东部地区加大研发投入力度,并实施更大力度的人才吸引政策;而相比之下,中部地区

受到的政策支持力度、自身产业竞争优势总体相对有限,对人才的吸引力有待提升,使得人才向外围城市,尤其

是向东部地区城市流失严重。 因此,西部、东部地区受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政策效应更为显著。

表 8　 异质性分析回归结果Ⅱ

变量
地理区位 城市群归属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城市群 非城市群

treat×time 0. 416
 

3∗∗∗ 0. 008
 

1 0. 915
 

2∗∗ 0. 707
 

4∗∗∗ 0. 421
 

0∗∗

(2. 980
 

1) (0. 091
 

1) (2. 570
 

6) (3. 232
 

3) (2. 081
 

9)

常数项 3. 465
 

2∗∗∗ 1. 784
 

2∗∗∗ 1. 083
 

0 1. 421
 

7 -0. 294
 

1

(4. 214
 

2) (4. 780
 

9) (1. 083
 

8) (1. 221
 

1) ( -0. 360
 

2)

541

① 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等 11 个省份;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
河南、湖北、湖南等 8 个省份;西部地区包括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广西和内蒙古等 11 个省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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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续)

变量
地理区位 城市群归属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城市群 非城市群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2
 

280 2
 

120 1
 

160 1
 

700 3
 

860

拟合系数 0. 118
 

1　 　 0. 087
 

0　 　 0. 001
 

2　 　 0. 640
 

1　 　 0. 398
 

4　 　

城市样本数 114 106 58 85 193

东部地区与中部地区组间系数差异检验 0. 531
 

7∗∗

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组间系数差异检验 0. 792
 

1∗∗

中部地区与西部地区组间系数差异检验 0. 230
 

6∗∗

城市群与非城市群组间系数差异检验 0. 891
 

3∗∗

4. 城市群

区域一体化战略下,城市群内部的知识溢出与要素共享可能放大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政策对科技人才

的集聚效应。 参照廖涵等[40]的研究方法,本文将样本城市划分为“城市群”与“非城市群”两组,其中,“城市

群”子样本包含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长江中游五个城市群的城市,而余下城市则划作“非城市群”
子样本,在此基础上分别对两组样本进行回归,结果如表 8 所示。 表 8 回归结果显示,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
表明无论是城市群城市还是非城市群城市,实施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政策均促进了城市科技人才集聚水平

的提升,而组间系数差异检验显示这种正向促进效应对城市群城市影响更明显。 可能的原因在于:第一,城
市群城市交通互联与信息共享降低了人才流动成本,放大了示范区的人才虹吸效应;第二,城市群城市共享

科研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平台,提升了对高端人才的综合吸引力;第三,城市群内统一的人才落户、住房补

贴与科研奖励制度,形成政策叠加优势。 相反,非城市群城市因缺乏跨区域协调,政策红利易被邻近高等级

城市“截留”。 因此,未来示范区扩容应优先嵌入城市群框架,通过建立跨省人才互认、科研经费联合资助等

机制,充分发挥城市群一体化的人才协同效应。

　 　 七、结论与建议

在中国大力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的背景下,深入分析有

助于提升城市科技人才集聚水平的创新驱动政策,对中国加快建设人才高地、促进科技创新和形成新质生

产力具有重要意义。 在此背景下,本文将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政策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基于国家创新系

统与推拉理论,分析了该政策影响城市科技人才集聚的内在机理,利用 2003—2022 年中国 278 个地级及以

上城市面板数据,构建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评估了基于中国情境的创新驱动政策对城市科技人才集聚的影

响。 研究发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政策显著提升了城市科技人才集聚水平,在经过多种稳健性检验之后,
该结论依旧成立。 机制分析表明,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政策能够通过政府战略引领与推动产业结构转型来

促进城市科技人才集聚水平的提升。 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政策对城市科技人才集聚

水平的提升效应随城市行政等级、人口规模、地理区位及城市群归属呈现梯度差异:从城市行政级别看,相
较于普通地级市,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政策对直辖市和省会城市科技人才集聚的影响更强;从城市人口规

模看,大城市受到政策的影响效果最为明显,中小城市其次,而特大城市最低;从城市地理区位看,国家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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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示范区政策对于科技人才集聚水平的提升只在东部与西部地区有效果,而在中部地区的政策效应不明

显;从城市群归属来看,相对于非城市群城市而言,城市群城市实施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政策对科技人才集

聚水平提升的促进效应更为明显。
本文的研究发现对深入评估创新驱动政策的科技人才集聚效果,从政府战略、产业结构两个视角合理

制订科技人才建设方案,推动科技创新,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第一,重视创新驱动政策中的科技人才集聚顶层设计与制度安排,充分发挥创新驱动政策的人才集聚

效应。 本文研究结论显示,城市科技人才的集聚受到了创新驱动政策的正向影响,这意味着在今后的创新

驱动政策实施过程中,可适当增加创新驱动政策的试点城市,加强该项政策在创新平台搭建、科技人才集聚

等方面的制度设计,以吸引全国乃至全球优秀科技人才向政策区域集聚。 同时,还需进一步完善与创新驱

动政策配套的监督评价机制,制订更精确的评价方案,强化对政策实施的监控与反馈环节,从而保障政策得

以有效执行和落地。
第二,优化国家创新驱动政策提升城市科技人才集聚水平的传导路径。 一方面,不断强化政府战略引

领作用,以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为重点,进一步增大政府财政投入强度,持续加大科研创新投入支持

力度,创新人才管理机制与人才激励办法,为企业搭建更优质的创新平台,为人才创造开放协调的研发环

境,不断吸引优秀的科技人才持续流入。 另一方面,重视产业结构转型的作用,持续激发企业的研发热情,
助力企业提升创新能力,为地区产业转型升级积累技术优势;探索成立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基

金,通过创新型企业的集聚带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发展,不断吸引科技人才集聚。
第三,细化和完善国家创新驱动政策,切实做到精准施策,以增强该政策对不同类型城市的有效性。 本

文异质性分析表明,城市行政级别、人口规模、地理区位及是否属于城市群城市等特征对创新驱动政策在提

升城市科技人才集聚水平方面的效果产生了显著影响。 因此,在今后的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过程中,
要从地区实际出发,充分考虑城市资源禀赋,因地制宜有效释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政策红利;继续建设

以城市群为基础的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以解决地区间科技创新水平差异较大和科技人才分布不均问题;
围绕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中心城市建立健全科技人才流动机制,在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内形成知识技术共

享化,经济一体化的格局。
本文仍有改进和深化的空间。 首先,科技人才是国家重要的战略资源,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加快形

成新质生产力的背景下,科技人才的界定可进一步细分,未来可从战略科学家、卓越工程师、青年科技人才

等角度探讨创新驱动政策对不同类型科技人才集聚的影响。 其次,随着国家近年来相继推出“全面创新改

革试验区”和“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等新型创新政策,从科技人才集聚的角度评估这些政

策的成效及机制亦是重要的研究方向。 最后,在实证设计方面,未来还存在完善和优化的空间,比如新增房

价和便利品作为控制变量、考虑新冠疫情、如何完全剥离不同区域政策的影响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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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intensifying
 

global
 

technological
 

competition,
 

talent
 

serves
 

as
 

a
 

critical
 

driver
 

of
 

economic
 

growth.
 

How
 

policy
 

can
 

promote
 

talent
 

agglomeration
 

has
 

become
 

a
 

key
 

societal
 

concern.
 

This
 

paper
 

takes
 

the
 

National
 

Independent
 

Innovation
 

Demonstration
 

Zones
 

( NIIDZ )
 

policy
 

as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Drawing
 

on
 

the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
 

and
 

push-pull
 

theory,
 

and
 

utilizing
 

panel
 

data
 

from
 

278
 

prefecture-level
 

and
 

above
 

cities
 

in
 

China
 

from
 

2003
 

to
 

2022,
 

it
 

constructs
 

a
 

multi-period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model
 

to
 

assess
 

the
 

impact
 

of
 

innovation-driven
 

policies,
 

exemplified
 

by
 

the
 

NIIDZ
 

policy,
 

on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S&T)
 

talent
 

agglomeration
 

in
 

cities,
 

and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s.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the
 

NIIDZ
 

policy
 

can
 

increase
 

S&T
 

talent
 

agglomeration
 

in
 

cities
 

by
 

leveraging
 

government
 

strategic
 

guidance
 

and
 

promoting
 

industrial-structure
 

transformation.
 

The
 

policy
 

exerts
 

a
 

stronger
 

effect
 

on
 

talent
 

agglomeration
 

in
 

municipalities
 

and
 

provincial
 

capitals.
 

Across
 

city
 

size
 

categories,
 

the
 

policy
 

exhibits
 

the
 

most
 

pronounced
 

impact
 

in
 

large
 

cities,
 

a
 

moderate
 

impact
 

in
 

medium
 

and
 

small
 

cities,
 

and
 

the
 

weakest
 

impact
 

in
 

megacities.
 

It
 

also
 

generates
 

positive
 

effects
 

in
 

the
 

eastern
 

and
 

western
 

regions,
 

yet
 

shows
 

no
 

significant
 

effect
 

in
 

the
 

central
 

region.
 

Furthermore,
 

the
 

policy
 

demonstrates
 

a
 

more
 

substantial
 

promoting
 

effect
 

on
 

S&T
 

talent
 

agglomeration
 

in
 

cities
 

within
 

urban
 

agglomerations.
The

 

marginal
 

contributions
 

lie
 

in
 

three
 

aspects.
 

First,
 

it
 

integrates
 

the
 

NIIDZ
 

policy
 

and
 

S&T
 

talent
 

agglomeration
 

into
 

a
 

unified
 

analytical
 

framework
 

to
 

examine
 

the
 

talent
 

agglomeration
 

effects
 

of
 

innovation-driven
 

policies,
 

thereby
 

broadening
 

the
 

scope
 

of
 

existing
 

research.
 

Second,
 

it
 

investigates
 

the
 

mechanisms
 

underlying
 

the
 

impact
 

of
 

the
 

NIIDZ
 

policy
 

on
 

S&T
 

talent
 

agglomeration,
 

thereby
 

enriching
 

the
 

understanding
 

of
 

determinants
 

of
 

S&T
 

talent
 

agglomeration
 

and
 

extending
 

the
 

applicability
 

of
 

established
 

theoretical
 

frameworks.
 

Third,
 

it
 

analyzes
 

the
 

heterogeneous
 

effects
 

of
 

the
 

NIIDZ
 

policy
 

on
 

S&T
 

talent
 

agglomeration
 

across
 

multiple
 

dimensions,
 

offering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policy
 

implementation
 

and
 

the
 

enhancement
 

of
 

cities’
 

S&T
 

talent
 

agglomeration
 

levels.
This

 

paper
 

suggests
 

that
 

the
 

government
 

should
 

value
 

the
 

top-level
 

design
 

and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for
 

S&T
 

talent
 

agglomeration
 

within
 

innovation-driven
 

policies
 

and
 

fully
 

leverage
 

these
 

effects.
 

It
 

is
 

also
 

essential
 

to
 

optimize
 

the
 

pathways
 

through
 

which
 

national
 

innovation-driven
 

policies
 

enhance
 

S&T
 

talent
 

agglomeration
 

in
 

cities
 

and
 

refine
 

these
 

policies
 

for
 

precision
 

implementation,
 

so
 

as
 

to
 

enhance
 

their
 

effectiveness
 

across
 

different
 

types
 

of
 

cities.
 

These
 

findings
 

offer
 

policy
 

insights
 

into
 

maximizing
 

the
 

S&T
 

talent
 

agglomeration
 

effect
 

of
 

innovation-driven
 

policies,
 

and
 

hold
 

significant
 

implications
 

for
 

advancing
 

S&T
 

innovation
 

and
 

accelerating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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